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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从全能国家的机体内成长起来，与此伴生的社会科学也逐渐增长

着认识与表述中国现实的学术能力，用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不断跟踪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本文采用政

治、经济与社会三个领域划分的理论，尝试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的社会成长，根据社会自主性诸要素如社会价

值观、自由结社、社团合作的成长，以及社会事件所呈现的社会动员和社会认同的机制，得出一个自主的社会

领域已经在中国生成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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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36 年的改革发展，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

思想意识单一、计划经济、每个人都隶属垂直行政

体系的全能国家，而是一个私有财产发达、自愿结

社兴盛、文化价值多元的开放社会①。我们从经

济之外的“社会”范畴来看，中国也发生了根本性

的变化。正是因为行政体系不再直接指挥“社

会”，政党意识形态不再直接对“社会”行使“文化

霸权”，执政党及其各级政府才有各种“社会管

理”“社会建设”的急切努力，试图重建社会自主

性不断增长条件下的社会治理。
对于中国的“社会”变化，很多人表示失望，

提出了各种批评，如人文主义失落论②、社会溃败

论③，以及各种道德滑坡的批评。但是我们倾向

于给予高度的肯定。我们认为，中国的社会是进

步了，其进步的幅度固然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感受

到，但是只有通过社会科学的宏观理论进行总括，

才能够得到完整的认识。任何社会都有其自身的

问题。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具体的社会问题与宏

观的社会进步。对于中国的社会，在学术上认识

了它在宏观历史进程上的位置之后谈论它的问题

更为合理。中国的社会进步，是中国改革 36 年最

重要的成就，或者说是中国改革 36 年各种成就在

“社会”的总汇。
如何在学术上认识并表述中国的“社会”进

步，是一个尚在探讨之中的议题。一些学者尝试

用“公民社会”来概括中国社会已经取得的积极

方面④，认为中国已经是一种公民社会; 另一些学

者认为中国正在积极地走向公民社会⑤。但是，

也有一些学者或党政干部反对采用“公民社会”
的范畴来给中国社会涂色，而另外有一种观点认

为，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用“公民社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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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中国是不恰当的。① 这些争议既源于作者对

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也源于观察的不同视角。
从国家的视角看，中国的行政权力依然强势，原有

的意识形态还是每天出现在官方媒体，这容易产

生一种炫光，遮蔽往下发现新生的“社会”的眼

光。但是，若从社会的视角看，注意到社会中各种

增量现象，就能够看到政治 ( 行政力量和意识形

态) 和经济( 营利组织和支持性的体制) 的力量之

外的另一个社会世界。
依循社会总体理论来看中国的“社会”进步，

尝试用区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三个领域( 部门)

的理论来评估中国“社会”的状态，我们十分肯定

地说，经过 36 年改革开放条件下的不懈创新，中

国已 经 形 成 一 个 清 晰 可 辨 的 社 会 领 域 ( social
sector) ，其自主性已经达到令政治力量和经济部

门不得不重视并多少有所尊重的状态。

一、社会的分演与三个领域的理论

虽然人类共同体的领域分化以及其中一部分

的社会分化都在长期的历史中具有久远的渊源，

但是在根本上讲，这些分化都是现代进程达到相

当水平才初具形态的。“社会分化的水平成为能

够定义一个社会的现代性的主要标准”②，领域分

化的水平也是如此。
在西方的政治哲学、社会理论中，人们在古希

腊罗马时期对政治结合的自觉意识标志着对所谓

的自然状态的脱离，共同体是以政治范畴作为文

明进化的标志; 到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黑格尔

在政治国家之下发现了主要包含私人经济关系的

市民社会的兴起，经济范畴成为时代发展的新标

志; 直到非常晚近，一个不同于政治国家、经济领

域的“社会”，才逐渐彰显自己的价值、机制与边

界，被称为“第三部门”“非营利领域”“社会领

域”。三个领域划分的理论是以西方为代表的国

家演化历史的反映，虽然共同体在政治、经济和社

会等三个方面的专门化发生在不同时期，但是到

当代它们广泛并存于发达国家，是我们在宏观上

认识它们的基本范畴。
第一，古希腊时期城邦国家出现，理论家重视

这种共同体新兴的“政治”属性，宣称人类由此进

入崭新的阶段，也就是一个脱离了自然状态的阶

段。对于新兴的城邦国家，亚里斯多德称之为

“politike koinonia”，即“政治共同体”。在词源上，

“城邦”发音“波里”，是“政治的”之词根; 在词义

上，城邦的本质是与“公民”的本质连接在一起

的，因此“城邦的”“政治的”与“公民的”是互文

关系，指同一种现实状态。在亚里斯多德的描述

中，“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以内，就成为

一个城邦”，而城邦的存在目的是公民“为了追求

自足而且至善的生活”③。城邦国家是公民通过

平等缔约方式建立的政治共同体，从历史比较来

说，这种政治共同体是人类脱离了缔约前的野蛮

的自然状态的文明社会。亚里斯多德把政治发展

作为人类走出自然状态的标志，他的论述方式在

霍布斯、洛克等人的政治思想中仍然是基本方式，

他们虽然具有不同的思想倾向，但是都假定人类

在自然状态经过订立契约而组成政治社会④，从

而进入文明状态。
第二，近代资产阶级市民阶层兴起后，因经济

活动的发达而形成一个与政治国家相区分的市民

社会。作为思想和学术概念的“市民社会”，被用

来彰显政治国家与经济社会的区别。约翰·基恩

回顾了18 世纪末期欧洲区分“市民社会”和“国

家”这两个概念的渊源，以及他们在 19 世纪的发

展情况，“市民社会”( societas civils) 传统上是指

一种法治的、和平的政治秩序，现在却是指与领土

意义上的国家原则在制度上相区别的社会生活领

域⑤。至少自康德开始，国家与社会不再被认为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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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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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相同的目标，应该被分别看待。① 在黑格尔

的详细论述中，市民社会是私人实现自己的利益

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各种社会结合的现实，“市

民社会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在市民社会

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人便成为特

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②。但是，为了个人利益

的劳动与交换使个人成为实际上“为他人”的存

在，这种结构在现代的分工与合作就生成“社会

的”③。这样一个以国家的存在为条件、又区别于

国家的实体，显然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所代表的以

经济利益为中心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也沿用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的概念，用以指与政治国家

相对应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④。于此，强调国

家的政治属性和社会的经济属性的二分模式成为

广为接受的宏观社会理论的基础，尽管不同的哲

学家、思想家对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有

不同的立场和观点。
第三，现代文明中产生了一个以私人利益为

目的、以市场为机制的经济领域，但是现代社会也

顽强地保留并以新的形式发展了抵抗资本主义经

济逻辑的力量，越到晚近，这种力量自身的组织

化、体制化越强，逐渐被承认是一个区别于经济领

域的社会领域。与国家相区别的社会，固然由经

济关系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但是一般的社会关系

( 不同于理性算计的人际情感、不同于商品交换

的馈赠) 不仅保留着传统的许多方式，还不断产

生着新的方式。波兰尼在 1944 年出版的《大转

型》对此有敏锐的关注: 鉴于“自 16 世纪之后，市

场变得既有规模又有重要性”，他肯定黑格尔等

人据此在国家之外“发现了一个社会的存在”，但

是，“这 个 正 在 浮 现 的 社 会”其 实 只 是 市 场 体

系⑤，只是市场逻辑支配的经济领域，而在市场扩

张的过程中，“社会的自然本质和人文本质”并没

有也不会完全被市场化，“社会”以抵抗市场化的

反向运动得以幸存与发展，“社会”以自我保护原

则进行自组织( 互惠关系、维权组织、公益组织) ，

不同于按照自由主义原则运行的经济领域。⑥

如果说波兰尼充分地解析了经济领域与一般

的社会领域的区别，而比他略早的意大利共产党

理论家葛兰西，对国家作为政治领域与代表文化

的社会领域的区分与关系，进行了影响深远的论

述。葛兰西将社会分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
(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society) ，前者是同意、自
由意志的领域，后者是高压、暴力、干预的领域，⑦

二者的支配原则和运作逻辑是明显不同的。
在葛兰西与波兰尼之后，知识界广泛接受社

会是一个与政治、经济 ( 相对) 独立的领域，尽管

不同学者对领域的具体划分与特定领域的强调总

是有所不同。依循宏观社会理论的这个基本分

类，帕森斯在 1950 年代建立了长期影响西方社会

科学的结构功能理论。⑧ 他虽然将现代社会划分

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个子系统，其实按照社

会主体来看，仍然对应的是经济、政治和社会这三

个领域，因为“文化”并不对应经济体系、政治体

系和社会生活之外的任何实体。文化子系统的主

要功能是保障另外三个子系统的协调，以达到社

会整合。贝尔借助这一划分在 1970 年代以美国

为分析对象做了一个案例研究，发表了《资本主

义文化矛盾》，他解释说，“我认为较有益的方法

是把现代社会看作由三个特殊领域组成，每个领

域都服从于不同的轴心原则”⑨。他剖析了以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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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启泰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197 页。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 207—2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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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尼:《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8、96、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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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葛兰西文选》，李鹏程编，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43、第 574 页。
Talcott Parsons，The Social System，Psychology Press，1991． Talcott Parsons，and Neil J． Smelser，Economy and
Society: A Study in the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Theory，Ｒoutledge，1998．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北京: 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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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轴心原则的技术 － 经济系统、以合法性为轴

心原则的政治系统与以个人价值的实现为轴心原

则的文化系统的三个领域的价值差异与冲突。贝

尔的文化领域是从表达方式的角度而言的，从主

体的角度来说，表达与表现文化的是日常生活中

的民众及其各种组织、各种艺术门类和团体、各种

传播媒体，它们对应的大致就是与经济领域、政治

领域相区分的社会领域。贝尔所论的资本主义世

界的文化矛盾是价值多元的社会与政治、经济在

功能上的矛盾。
三个领域的界定既是历史过程的反映，在当

代又成 为 宏 观 社 会 理 论 的 范 畴。“文 明 社 会”
( civil society) 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是由告别野蛮

状态的政治文明所代表的，在黑格尔的时代是由

私人可以自由追求个人利益的经济文明所代表

的，而到波兰尼、葛兰西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的时代，是由一个可以凝聚力量制约政治与经济

的“社会”所代表的，因此这个概念在这三个时代

可以具体而准确地翻译为“政治社会”、政治之外

的“市民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领域之外的“公民

社会”。社会领域突出“公民性”，是二战以来社

会的自主性、自组织性显著增强，尤其是传统的慈

善、互惠和现代的非营利组织所代表的公益使

“社会”成为道德、良序、人道的承载体，在组织、
体制和价值上与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构成三足鼎

立的结构。
三个领域的划分承载着历史进步的内涵，也

包含着国家内部有序分工的发展，作为历史的概

念和结构的概念，同时也作为具有描述社会进步

的潜力的过程概念，对于评估 36 年以来中国的社

会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中国知识界早先较多使

用“社团”“民间组织”的概念，1992 年后，中国学

界越来越多采用非政府组织( NGO) 、非营利组织

( NPO) 、市民社会、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 、“第三

部门”( the third sector) 、“非营利部门”( non-profit
sector) 等概念来发现一个逐步成长的社会领域，

真正有分量的成果是 1999 年以“第三部门”名义

出版的一个系列丛书①。这些概念因为各有侧

重，在经验研究中各有其用。但是，对于中国当代

的宏观发展，社会领域在中国是一个能够概括伴

随政治改革、经济崛起而发生的社会进步的概念

工具。

二、“社会”的兴起及其自组织化

传统中国历来有一个区别于朝廷和官府的由

各种私人和民间组织构成的社会②。1949 年中

国共产党执政之后，强调国家建设 ( nation-state
building) ，不断以运动、革命等形式，改造、消灭着

原有的组织化社会力量，建立了一种新型的总体

主义( totalitarian) 国家。个人的思想必须与国家

意识形态一致，个人的劳动与生活统一纳入政府

的垂直管理系统，个人没有可能自己建立横向结

合的组织。我们今天讨论中国最近 36 年的“社

会”成长，要以这个状态为参照: 在国家意识形态

及其倡导的价值观之外的价值观，在行政垂直隶

属关系之外的个人自愿结合，是我们今天发现

“社会”增量的最基本的观察点。
改革开放设计的是经济发展，但是日益复杂

的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化，导致了中国向更复杂的

社会结构转变。鉴于商业与自由之间的选择性亲

和，以及个体所具备的能动性，伴随着国家领导下

的市场的发展，平等、自由、契约精神成为人际结

合的基础，“社会”从总体主义的国家中自发地潜

滋暗长起来。
首先，全体国民的垂直隶属关系随市场经济

的发展而分化、弱化，个人的自由度及其实现方式

也随新技术的改进与普及而不断丰富。单位体制

中，国家是唯一的资源提供者和分配者，政府直接

控制企业，在社会层面上实行“垂直化管理”，通

过福利和控制去管理治下的人员。随着国家正式

制度从基层社会撤退，个人不再全面地隶属于工

作单位，虽然失去了某些福利，但可以自由支配的

时间、资源和可以进入的社会空间不断扩大，增加

了个人自由的内涵。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出现，

促成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形成混合经济的占

有与分配的新现实。各种个人中心的现代社会思

①
②

徐永光主编“第三部门丛书”，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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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在中国的传播，持续地引起各种思潮的讨论和

各种时尚的风行。在中西、古今之争中，不同于国

家意识形态的多元文化价值有了公开讨论和尝试

实践的可能。新的公共领域的出现与扩大，为知

识阶层形成理性的辩论、培育与时俱进的价值提

供了条件，平等、自由、人权等抽象的价值观与礼

貌、相互尊重、慈爱、志愿者精神等现代文明的修

养，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观念。中国从经济

特区建设到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再加上与

世界经济与国际规则的接轨，再后来是移动电话

与网络新媒体的普及，都明显促进了中国的个人

自由，也伴生了宗教的活跃与民俗的复兴所构成

的社会多元价值观格局的形成。对于新观念构造

的“个人”的出现，阎云翔在村落社会的跨世纪观

察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深刻的案例①。
其次，社会流动与陌生人社会环境的常态化，

使基于个人的社会活动与人际关系，越来越不同

于原来的垂直隶属体系主宰的时代。以往被固定

在单位和城乡二元体制中的个体，开始有了自由

流动的可能性。近些年，仅在重大节日使用公共

交通工具旅行的人就以亿计，2014 年中国人出国

出境的人数已经突破一亿，构成一种全国人民在

全国( 全球) 行走的局面。人口流动在传统时代

与现代的差异，给人们造成不同的共同体意识。
“熟人社会”变成了一个陌生人随处可见的社会。
以政治成分为唯一标准的社会分层，由于经济、知
识能力、职业等因素而出现了新的分化。正是从

原有体制分离、从原居地游离的人需要新的结合，

新的“社会”才源源不断地获得旺盛生长的活力。
社会自身作为一个新型的人际结合的空间，

靠人与人经过协商建立联系而发展起来，成为不

同于政治与经济的自主领域。农村社队解体后，

农民成为村民自治的主体。流出的农民也普遍利

用血缘、亲缘和地缘以及其他传统组织形式，获得

资源、信息、资金等多种支持。在城市，市场的发

育和人才流动逐渐使单位的占有性人事权向单纯

的劳资契约转化。个体可以便利地与各种认识或

不认识的人，通过各种方式在社团里结成平等的

成员关系，愿意不计报酬地付出自己的劳动或者

愿意捐献自己的钱财，以帮助与自己没有直接关

系或者自己不承担直接责任的人。无论是利益关

系还是没有直接利益诉求的关系，都可能在平民

百姓中以各种内生机制发生与成长。这是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的发展与技术条件的更

新与公民的现代文明修养相结合的积极产物。
社会组织数量的持续增长，既可以看作社会

体量持续增长的表现，也可以看作社会的能力或

力量持续强大的表现，因为社会相对于行政与经

济组织的强弱，在很大意义上取决于社会自我组

织能力的大小。改革开放后，中国法人社会组织

的发展虽然在部分年份有起有落，但是在长期趋

势上，社会组织一直在以可观的速度持续增长。
1988—2014 年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大势与经济

的发展是相似的，反映出社会的自组织化与政治、
经济等宏观因素基本形成了平稳的“常态”关系。

三、“社会组织”被整体接受的
事实与意义

社会领域的存在要得到政治领域、经济领域

和公众的承认，它的独特性和自主性要得到尊重，

都有赖于作为其积极行动者的社会组织具有较高

的接受度( 受欢迎程度) 。
社会组织的接受度，从 1989 年以来经历了几

个阶段的巨大变化。改革开放之初，“非政府”组

织一度被解读为“反政府”组织，具有挑战政府，

与政府争夺人民和资源的含义。因此，在登记、管
理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社会组织的发展遭遇了

寒冬。直到 1995 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

NGOs 在保护妇女儿童权益方面的作用得到肯

定，政府才缓解了对于民间组织的负面认知。
2000 年以来，国家、市场与社会三个领域内

出现了积极变化。在中共中央 2004 年发布的一

号文件中，非政府组织对解决“三农问题”所作出

的贡献得到肯定，表明中国政府业已认识到“非

政府”组织并非“反政府”组织。官方言语中对非

政府组织的直接提及，以及其与政府合作机会的

不断增长，都表明官方认识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① 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上海: 上海: 译文出版社 201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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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对于社会领域的特殊性被公众所接受具

有明显的影响。
2007 年“十七大”以来，官方开始统一统计口

径，把各种非政府、非营利的组织都归入“社会组

织”，这显示社会的组织化在整体上得到官方承

认。各种民间组织的统一归类，是民间结社产生

整体影响和认知的反映。
2008 年 5 月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中国社会

的志愿服务、志愿捐献出现了井喷现象。一段时

间内，社会组织持续地作为一种主角出现在主流

媒体，完全改变了作为边缘力量偶尔出现在公共

话语的历史。社会组织的公共认知的完成，是社

会领域形成的重要历史阶段。
此外，政府的社团管理开始以限制为主变为

以培育为主，首先体现在大幅放宽社团登记注册

的限制。2013 年 3 月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

职能转变方案》规定，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

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等四类社会组

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行业协会

将允许一业多会，松动了以前一业一会的规定。
到 2014 年 9 月，已有 27 省区市开展或试行社会

组织直接登记。多年困扰社会组织发展的管理体

制逐步松绑，结社的便利明显提高。另一项重要

的变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妇联、共青团

等官方组织( GONGOs) ，过去与民间组织一直都

是两类完全不同的组织，也开始被归入“社会组

织”的范畴。尽管政府的本意是通过这些“枢纽

型社会组织”去影响或孵化普通的社会组织，但

是长远来看，这种分类将推动它们最终成为社会

的部分。它们参与孵化成功的社会组织，也不是

其下属组织，而是独立的法人组织。① 这是划分

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的一种标志性的举措。
公民精神( civility，也可译为公民修养) 是社

会领域的内在品质和支撑性要素。② 公民精神表

面上是一些礼貌待人的教导，其核心却是一种公

共生活的“觉醒”，是对其他人( 尤其是陌生人) 的

存在和需要的一种关注，其结果就是一个由积极

价值支撑的社会结合的形成。
过去 36 年的社会进步，正表现为 civility 逐

渐在公众生活中被接受，并成为社会价值的主流。
第一，对待犯罪嫌疑人、服刑的个人、竞争者 ( 政

敌) 也要在人格上尊重，也必须礼貌相待，作为一

种普遍的价值观已经基本确立。第二，任何人不

要以任何理由去强迫他人，哪怕是未成年的孩子。
经过孙志刚等公共事件，最大限度地限制 ( 公权

力) 暴力的价值观也逐步得到确认。第三，对他

人的容忍、宽容，使中国社会呈现出宗教、意识形

态、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多样化，各种新的职业、兴
趣团体、文化群体不断涌现。个人可以同时参加

多个相互包容甚至有所冲突的组织。第四，同情、
声援、资助不认识、不相干的人，是近些年形成的

新价值。汶川地震救灾中，社会捐赠款物总额高

达 1070 亿元，正是其具体表现。第五，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已经广泛出现。
今天，中国人再不能摆出“人民”代表的姿态

对别人施以强制甚至暴力，而只能以“公民”平等

身份和别人好好说话，求同存异; 谁也不能再通过

把别人列为阶级敌人而置自己于优势地位，剥夺

他人的平等机会。以此而论，当社会组织在中国

已经具有整体上的可接受性之时，中国社会已经

形成了新的公共价值观。

四、社会领域及其自主性的呈现

中国的社会要被认知为区别于政治领域和经

济领域的独立领域: 1 ) 需要有自己的行动主体，

2) 需要自身能够作为整体被感知，3 ) 需要显示自

己的自主性。
社会领域包括三个层次的行动主体: 个人，个

人结成的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组织的合作所形成的

更大实体。个人本身不是社会，但是具有代表性

的个人可以代表社会，使社会被作为一个整体被

感知。社会组织是一种社会结合的形式，它们倡

①

②

“广州 青 年 社 会 组 织 孵 化 基 地 成 立 一 周 年 50 组 织 抱 团 成 长”，http: / /news． 163． com /13 /0317 /17 /
8Q6FI11F00014JB5． html。
Edward Shils，The Virtue of Civility: Selected Essays on Liberalism，Tradition，and Civil Society，edited by Steven
Grosby，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1997． pp338 － 339．



126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年

导一些理念，制造一些事件，构成“社会”的呈现

方式，造成公众对于“社会”的特定认知。
社会组织的联结与合作，尤其是大量发生的

和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合作，使整个社会可以在一

定意义上被动员起来，实践共同的价值。由此发

生的社会事件使个人和社会组织能够感知社会整

体的存在，形成社会的自我意识。《社团登记管

理条例》明确限制社团的跨行业、跨地区的结合，

大规模、具有全国影响的合作事件直到近些年才

不断涌现。其中，以 2003 年发生而一直持续到现

在的“怒江反坝事件”最具有标志性。国家发改

委在 2003 年批准《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

引起了国内环保组织的共同行动。“绿家园”“云

南大众流域”“自然之友”和“地球村”等环保组织

不但各自开展活动，而且还形成了有效合作的网

络组织，通过大大小小的讨论会、论坛、讲座、展览

等共同行动表达了反对建坝的声音，引起了众多

网民的支持。历经十年，这个项目还处于缓建和

进一步的论证之中。这是中国的社会组织第一次

进行全国性的动员与联合。此后，具有全国性影

响的社会组织合作就越来越常见了。
社会组织还借助非公募基金会而形成稳定的

合作关系。非公募基金会在推动有志于社会事业

但缺乏资金的公益组织联合行动上做出了示范。
如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新公民项目”在各个大城

市开展，联合起来的社会组织达到二十多个，它们

在不同城市从不同方面帮助农民工子弟的教育成

长，获得公益界的广泛认同。友成企业家扶贫基

金会、阿拉善生态协会也都以类似方式在开展公

益项目。有了更多支持型的公益组织，中国的社

团合作越来越呈现为常态。公民捐献的非公募基

金会资助众多的民间组织，是社会内部产生了自

我支持能力和机制的表现，也是社会领域的自主

性的一种表现。
中国的社会组织正在学习着创造全国性的舞

台，正在以行动造成全国性的影响，从而形成一种

全国性的社会领域的公共认知。1 ) 2009 年 8 月

12 日，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和中

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发起，联合 21 家知名社会组织

参与主办的“社会组织 5·12 行动论坛暨公益项

目交流展示会”在北京举行。全国 150 余家社会

组织、80 余家企业、50 余位专家学者、10 余家国

际机构和近百家媒体参与了盛会，除了经验交流，

还达成了众多公益项目的合作。这是社会领域被

整体呈现的一项标志性事件，显示社会组织能够

有序地集结全国性的盛大活动。此后以类似方式

举办的其他活动常有发生，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社

会组织举办全国性活动的模式。2 ) 网络实际上

已经成为一种成功的公共舆论平台和公共事务参

与的方式。从芝麻琐事到国家大事、国际事务，只

要有网民介入就会引发公众讨论; 只要有足够的

公众参与，就会形成强大的影响力。网络公共事

件清楚地展示，“社会”拥有自己的价值观，能够

形成自己的声音，有能力追求自己的目标，并且往

往会取得成功，能够让相关制度得到改进。
社会要作为一个自主的领域被感知，代表性

人物的出现是一个标志和机制。社团合作的组织

者和社会事件中涌现的领袖，都可以发挥代表性

人物的作用。徐永光先生毫无疑问是中国最具影

响力的“社会”知名人物。他从 1988 年成立中国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并创立“希望工程”项目开始，

到 2001 年与几位企业家合作筹办南都公益基金

会，从一位公募基金会的负责人转变为一家非公

募基金会的操盘手，后于 2009 年推动成立中国基

金会网，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大量公益项目的策

划者与组织者。另外，像环保领域、慈善领域都有

被公众鲜明感知的代表性人物。来自社会的环保

英雄、良心律师、爱心模范，则更是数不胜数，让一

个不同于政府和企业的社会领域被呈现在大众媒

体。有了他们，社会领域就不再是匿名的，而是有

代表的: 有代表性人物、有代表性组织。社会领域

也因此有了名誉和名望，构成政治领域和经济领

域之外一个能够吸引人才的领域。
社会领域的自主性以个人的自由、结社的便

利和丰富的可支配资源为条件。我们在中国的现

实里看到了这些条件的匹配已经相当可观，演绎

出中国“社会”自编自演划时代大戏的卓越能力。

五、结 论

综上所述，一个以非营利组织的名义与经济

领域相区隔、以非政府组织的名义与政治领域相

区隔的社会领域已经在中国形成，并发挥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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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的作用。中国改革开放 36 年的一项成果是

“社会”的自我证成，这个新出现( 再出现) 的社会

克服重重阻力，通过结社使自己组织化，通过倡导

活动使自己的价值得到宣扬。由此，这些组织通

过项目合作、通过媒体 ( 尤其是新技术条件下的

新媒体) 的呼应，造就一个内部形成认同、外部可

以辨识的整体性的社会领域。
中国的社会领域已基本具备不局限于单一意

识形态的价值体系，其中，公民精神中的减少暴

力、包容差异、同情弱者、平等协商、追求自我的价

值等，与原有的阶级意识和斗争哲学等形成反差。
基于这些价值，公民与各种社会组织开展慈善公

益事业、维护公民权利、监督政府腐败、质疑制度

问题，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中国社会已经在价值观、组织方式上为作为

普通人的个人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即个人通过

结社可以建立与大社会乃至大世界的联系通道。
由此可以想象，我们的共同体因为数百万社会组

织的存在与行动而结成了怎样一个充满活力的社

会。大家在社会组织生活中积累善意、合作，共同

营造自己安身立命的条件。这在性质上就是现代

文明的社会，尽管它还只是格局初成，还面临着诸

多的现实问题，社会组织还急需提升能力，公民精

神还需要进一步培植，但是它的前景因为它的实

力而非常光明。
当代中国的社会领域不是分散的原子化的个

人组成的“匿名社会”，而是能够自主组织集体行

动的主体。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只能够通过垂直行

政体系才可以组织多边的、大规模活动的社会，已

经转变为一个可以通过社会组织自主进行横向联

合和公共动员制造全国性的事件、提供大范围的

服务、产生全国性影响的社会。在社会领域成长

的过程中，一些杰出人物的努力发挥了重要的推

动作用，他们也在一定意义上发挥了社会领域的

代表者的作用。
社会领域的自主性以及与政治领域、经济领

域的合作性的形成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社会

整体进步的推动力量。近些年企业界对社会组织

的热心资助、各级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与服务

的高调投入，其实都表现了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

对一个自主的社会领域的积极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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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launch of the reform and open-policy in the late 1970’s，“society”has grown up from
the totality of the state，and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have accordingly developed the academic ability to
interpret and present the new reality of Chinese society，and have closely follow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by us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This paper adopts the three-sector theory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to examine the growth of Chinese society holistically． Based on such factors of social
autonomy as social values，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associational cooperation，and also on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identity presented by social events，we conclude that an
autonomous social sector can be identifie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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